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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与中介分析等方法，分析当地居民的环境

关心对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和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和环保支付意愿对居民公

域性环境行为与私域性环境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环境价值观通过上述三个维度对公域性环境行为与私域性

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间接驱动，而无直接驱动效应。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大于对公域性

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而居民的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大于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

环境关心内部各维度具有层次关系，并且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环境关心对环境行为的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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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 “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国家将提升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
水平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环境社会
学认为，环境行为是指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
响的人类社会行为或各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行

为。［１］环境行为水平是居民参与环境保护水平的体
现。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了
解影响环境行为的因素与机制。基于不同视角，对
影响居民环境行为水平因素的选择也有所不同。最
初，环境心理学者以心理视角分析影响居民环境行
为的内驱动力，如环境态度、行为意向［２］、环境
责任感等。［３］但以往环境心理学的研究并未将关键
的心理因素纳入到统一理论模型中。譬如，环境心
理学常用的环境态度概念并不能涵盖环境价值观、

环境风险感知等多个关键的环境心理变量。国内学
者卢春天与洪大用认为，一方面，环境关心概念比

环境态度涵盖了更多的环境心理因素，更有助于系
统地理解环境心理变量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但
另一方面，学界对环境关心的界定并不统一，也未
完全厘清环境关心的维度。［４］对环境关心的定义和
测量实质上经历了从单一维度向多重维度的转变过

程，其中，邓拉普对环境关心的界定得到学界的较
多认可。他认为，环境关心是指居民认识环境相关
问题，表达他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关心程度，并且
个人愿意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的程度。基于
邓拉普等人对环境关心的定义，洪大用等人建构了
环境关心的新模型，认为环境关心包括环境价值
观、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全球环境风险感知，以及
对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态度这四个维度。环境
关心新模型的建构为测量和认知居民环境关心提供

了新的理论基础。然而，遗憾的是，虽然以往研究
建构了环境关心测量的新模型，但对环境关心新模
型的应用较少。［５］而且，以往的研究要么将环境关
心视为单维概念，要么将环境关心内部的多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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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平行关系，导致对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之间的

关系探讨缺乏深度。

本研究认为，环境关心中的环境价值观、环境

感知与行为意向等变量间是具有层次差异的。环境

价值观处于深层次，具有稳定性，它对环境感知和

环境责任与行为意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分

析环境关心各维度对环境行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对于全面把握环境关心对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和驱

动机制十分重要。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

家，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

居民对环境的关心程度和实施环境保护的行为水平

也会有所不同。以往对居民环境态度、环境意识与

环境行为关系的分析主要针对农村居民或城市居

民［６］［７］，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分析较少。

而且，在国内以往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中，少数民族

地区居民进入样本的机会少，难以全面了解少数民

族地区居民的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的关系。因此，

本文采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

据，分析环境关心对环境行为的驱动机制，以期深

化对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关系的理解。

以往也有使用 “环境态度” “环境意识”等相

似概念指代 “环境关心”的研究。［８］但本研究认

为，“环境态度”具有易变性，主要指人们面对具

体环境时形成的反应取向，无法涵盖具有稳定特征

的 “环境价值观”。国内早期的相关研究较多使用
“环境意识”这个概念［９］，而且将环境行为本身作

为环境意识的一个维度［１０］，导致 “环境意识”的

内涵过于丰富，不利于研究 “环境意识”与 “环境

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借鉴近年来国

内大多数学者的做法［４］［１１］，采用 “环境关心”概

念。本研究根据居民环境行为发生的空间差异，将

环境行为分为私域性环境行为与公域性环境行为，

根据环境风险影响的空间差异，将环境风险分为当

地环境风险感知与全球环境风险感知，便于比较不

同环境风险感知对不同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差异。

同时，本研究采用二手数据，受限于二手数据对变

量的测量，将居民的环保支付意愿作为 “对待环境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态度”变量的代理变量。

本研究基于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

数据，利用洪大用等学者建构的环境关心新模型，

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和中介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环

境关心对上述两类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

响，并在此基础上，比较环境关心对不同类型的环

境行为的驱动效应和驱动路径的差异。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为

环境价值观是环境关心的一维，邓拉普等人设

计的新生态范式量表 （ＮＥＰ）主要是从社会学学

科角度测量居民的环境价值观［５］。价值观是人们

对事物重要性的判断和观点，虽然价值观与行为之

间受到具体情境因素的干扰，但一般来说，价值观

是相对稳定的，对人的行为也有较强的约束力，尤

其是得分较高的价值观与对应的行为具有高度的一

致性［１２］。在环境社会学领域，诸多经验研究发现，

环境价值观得分越高的居民，其实施相应的环境保

护行为的可能性也会越高。赫什 （Ｈｉｒｓｈ）等人比

较了消费主义和环保主义价值观的两群人在行为方

面的差异后发现，消费主义强调物质资源的积累和

消耗，更看重物质财富的积累，而环保主义者提倡

节约资源和长期可持续性，其行为更有亲社会的特

征［１３］。国内的经验研究认为，环境价值观体现了

公众对环境的关心，针对农村和城市居民的研究都

认为，居民在环境价值观方面的得分越高，说明居

民对环境的关心程度越高，城市居民越可能进行绿

色消费和乘坐公共交通［１４］［１５］，农村居民也更倾向

于采取垃圾分类等环境保护行为［１６］。有研究从环

境心理变量对环境行为驱动的层次差异角度指出，

虽然环境价值观对公众的环境行为有约束力，但相

较于其他环境心理变量对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来

说，其影响力较弱，环境价值观对环境行为并没有

直接的约束力［１７］。

一些研究还发现，居民的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

为的关系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譬如，针对大学生

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环境价值观与其私域性环境

行为之间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但环境价值观对公域

性环境行为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１８］，这与居民的

社会改造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有很强关系。大学生

虽然在价值观层面有很强的环境保护价值取向，但

由于其改变公共空间环境的能力受限，或者其对公

共空间的环境责任意识低于对待私人领域的环境责

任意识，因此其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影

响就低于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影响。此外，不同人

群的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为的关系也有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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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发现，相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经济

发达地区的居民在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为上的一致

性更强［１９］。一项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在社会信任

程度较低，更多依赖外部控制和看重现实取向的社

会中，环境价值观和环境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较弱。

相反，在个人主义和社会松散程度较高的社会中，

居民的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强［２０］。

基于以往大多数研究的分析结论，本研究认为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为

的关系应该与其他研究中居民在两个变量间的关系

是一致的。因此，得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ａ　居民的环境价值观水平越高，其公

域性环境行为水平也会越高；

假设１ｂ　居民的环境价值观水平越高，其私

域性环境行为水平也会越高。

（二）环境风险感知与环境行为

与客观的环境污染对居民环境行为的驱动机制

不同，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是一种主观感受和判

断。不同的人在文化、知识和对环境风险的敏感性

方面存在着差异，在面对相同环境状况时，可能会

形成不同的环境风险感知。综合以往有关环境风险

感知与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二者存在正关系、负

相关和无关系三种可能。一是大多数研究认为居民

的环境风险感知对环境行为有正向驱动效应。譬

如，针对城乡居民关于环境风险感知对环境行为影

响的比较研究发现，两个变量在城乡居民中都有显

著正向关系。［２１］［２２］有研究将居民的环境风险感知细

分为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和

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发现三种环境风险感知

对居民的环境行为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２３］危害论

与责任论从两个不同角度解释了环境风险感知对居

民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危害论认为，当居民接触

到或感知到自身生活的空间遭遇环境风险或环境污

染危害时，则会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行为应对环境

风险；［２４］责任论则认为，当人们感知到较高的环境

风险时，居民会对生态环境伦理进行反思，并在此

过程中形成更高的生态环境责任感，进而驱动生态

环境保护行为的形成。［２５］二是环境风险感知与环境

行为之间存在负向相关，一些研究将这类现象称之

为 “风险感知悖论”。譬如，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感

知程度与其应对风险的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不一

致。［２６］一项对养猪户的研究发现，养猪户虽然有较

高的环境风险感知，但出于经济成本的考虑，这并

不能促进其在行动上采取保护行为。［２７］第三，还有

少部分研究发现环境风险感知与环境行为之间并无

关系，主要涉及公域性环境行为。譬如，青年人群

对生活污染的风险感知和对自然环境破坏的风险感

知水平，与其公域性环境行为之间并没有显著关

系。［２８］核电厂附近的居民虽然有直观上的环境风

险，但他们更多是抗争性的反应行为而非积极的环

境风险规避行为。［２９］

环境风险感知与环境行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三

种不同关系，部分原因是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居

民的年龄、教育水平、心理认同等因素都会对二者

的关系形成调节，进而导致两个变量在不同人群中

存在不同关系。譬如，年龄越大的居民，其生活经

验丰富，对环境破坏带来的风险也更加敏感，会更

积极地采取行为应对环境风险。而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虽然其对环境风险的敏感度会更高，但这类

人群的生活节奏快，用于工作之外的时间与精力有

限，在实施环境行为时，他们会更加理性，其环境

风险感知与环境行为之间并无显著关系。［３０］有研究

发现，心理认同对环境风险感知与环境行为之间的

关系有负向调节效应，对城市心理认同度越高的农

民，其环境行为受环境风险感知的驱动反而小于对

城市认同度低的农民。［３１］

以往研究分析了居民的环境风险感知与环境行

为之间的多种可能关系。虽然有研究曾根据环境风

险与居民生活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将环境风险感知分

为当地环境风险感知与全球环境风险感知，［５］但遗

憾的是，尚未有研究明确分析当地环境风险感知、

全球环境风险感知与不同环境行为的关系。根据危

害论可以推论，居民对当地环境风险的感知越强

烈，其更可能实施环境行为，尤其是涉及自身利益

的私域性环境行为。根据责任论，居民对全球环境

风险的感知越强烈，更可能激发其对公共空间的环

境问题的责任感，其实施公域性环境行为的可能性

也会越高。虽然大多数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处于偏

远山区，但外来市场、政治等要素参与云南省少数

民族地区发展的程度越来越深入，全球气候变化对

当地也有影响。民众能同时感受到当地环境风险和

全球环境风险，基于对不同类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

异，其行为层面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基于以上分

析，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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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ａ　居民的当地环境风险感知与全球环

境风险感知都能驱动其公域性环境行为，全球环境

风险感知的驱动效应更大；

假设２ｂ　居民的当地环境风险感知与全球环

境风险感知都能驱动其私域性环境行为，当地环境

风险感知的驱动效应更大。

（三）环保支付意愿与环境行为

环保支付意愿指的是居民在经济收入与环境保

护之间进行优先选择的态度。本研究认为，环保支

付意愿也是对环境关心中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

优先选择”维度的测量①。愿意为环境保护进行经

济支付的居民，表示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

会更加优先选择后者。以往分析环保支付意愿对实

际的环境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大

多数研究认为居民的环保支付意愿对其环境行为有

正向影响。譬如，针对农户在垃圾分类方面的支付

意愿和行为关系的研究发现，农户在垃圾分类支付

意愿与垃圾分类行为两方面的水平都较低，农户在

这两方面都表现出一致的有限理性。究其原因，农

户在对待生活垃圾分类的支付意愿方面有机会主义

和 “搭便车”的想法，这与农户对待环境保护行为

所具有的短期性、个人利益最大化等特征有相似

性。按照该研究的分析，农户在生活垃圾分类支付

意愿与实际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因果关

系，而只是一种相关关系。该研究进一步指出，在

提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服务的条件下，农户对待生

活垃圾处理的支付意愿和实际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都会得到提高。［３２］一些研究针对城市居民的多群组

比较分析发现，城市居民在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等

因素的影响下，会提高他们支持城市绿化发展的支

付意愿，而且这种支付意愿对其实际的环境保护支

付行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３３］二是有少数研究认为

居民的环保支付意愿与环境行为之间并无关系。拉

罗切 （Ｌａｒｏｃｈｅ）等人在研究消费者的绿色产品支

付意愿时认为，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产品进行支付的

意愿并不会促进其生态环境保护行为。［３４］也有研究

发现，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与其环保支付意愿之间

并无逻辑关联，即使居民会实施垃圾分类、节约用

水、购买绿色产品等环境保护行为，但他们的环保

支付意愿却较低。［３５］此外，也有研究从付出的成本

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居民

实施环境保护行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而更愿意采

取经济支付的方式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因此，居

民的环保支付意愿水平高于相应的减排行为的水

平。［３６］以往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环保支付意愿作

为一种对待环境保护的意向，对居民的环保行为有

内在推动力，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一致性。当然二

者也存在差别，譬如，虽然环保支付意愿很强，但

受到时间精力等因素的影响而难以采取实际的环保

行为，这更可能发生在公域性环境行为方面。与大

城市居民相对较快的生活工作节奏相比，云南省少

数民族地区的居民生活节奏较慢，其环保支付意愿

与环保行为分离的可能性较低。依据上述分析，得

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ａ　居民的环保支付意愿越强，其公域

性环境行为的水平会越高；

假设３ｂ　居民的环保支付意愿越强，其私域

性环境行为的水平会越高。

（四）环境价值观、环境风险感知、环保支付

意愿与环境行为

在环境关心的四个维度中，环境价值观处于最

基础和深层次的价值观层面，而环境风险感知属于

浅层的认知层面变量，虽然一些研究认为二者的因

果关系较为模糊［３７］，但基于环境价值观影响个人

对环境感知的理论模型，本研究认为环境价值观对

个人的环境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而非相反。［３８］一

些经验研究证实了此种关系假说。首先，一项针对

美国的研究发现，居民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感知

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些心理因素包括情感、意

象和价值观。［３９］其次，威利斯 （Ｗｉｌｌｉｓ）和斯利马

克 （Ｓｌｉｍａｋ）分别在各自的研究中，更加深入地分

析了环境价值观对居民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

发现居民对环境的信念、规范差异会影响其对生态

环境风险的判断［４０］，居民的环境价值观对其环境

风险感知的解释力达到１９％，居民的环境价值观

不同，其对环境风险的感知也存在差异。［４１］研究还

显示持不同环境价值观的居民，其对不同类型环境

风险的感知也存在差异，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对

本地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更高，而持后物质主义的

人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更高。［４２］总的来

说，以往的研究认为，居民的环境价值观对环境风

险感知有一定的影响。［４３］

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个人对外界

环境的感知和判断，是其形成相应环保支付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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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对土耳其旱作农业区农民的研究表明，

３９．５％的农民对环境风险有感知，５７％的农民愿意

为可持续的环境买单，平均支付意愿为每公顷

５５．２英镑。环境风险感知对农民环保的支付接受

度有显著的解释作用。［４４］国内的研究也有类似发

现，针对空气污染，当居民对ＰＭ２．５的风险感知

水平有所提升时，其对空气治理的支付意愿也会随

之提升［４５］，主要表现在居民更愿意对减缓大气污

染的项目进行资金投入，愿意花更高的成本购买空

气污染防护品和空气净化器等。［４６］对农民的研究也

发现，对环境风险认知越清晰的农民，他们对农村

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更加关注，这有助于增强农民

对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４７］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发

现，居民的环境关心与其环保支付意愿的关系受到

政府信任等因素的调节。譬如，由于居民对政府存

在 “环保依赖症”现象，因此，与对政府信任程度

较低的居民相比，对政府信任程度较高的居民，其

环境关心与环保支付意愿的关系反而更弱。［４８］

居民的环境价值观不仅对其环境风险感知有直

接影响，对居民的环保支付意愿也能产生直接的促

进作用。信 （Ｓｈｉｎ）等人的分析发现，利他主义价

值观会提升居民的生物圈价值水平，也会进一步促

进消费者为有机食品支付更多费用的意愿。［４９］以往

的研究还认为，环境价值观能对居民的环保支付意

愿形成直接影响，斯帕什 （Ｓｐａｓｈ）基于条件价值

评估法和非经济动机视角，分析发现英国居民基于

自身的环境权利，其对待环境的态度能很好地解释

他们对水费的分摊意愿。［５０］国内的研究也显示，环

境价值观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的治理意愿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原因在于农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越清

晰，其环境保护的意识也会更强，参与生活垃圾治

理的积极性理所当然会更高。［５１］

综合以往研究，除环境价值观对环境行为有直

接影响之外，在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两

条间接影响的机制链 （见图１）：一是 “环境价值

观→环境风险感知→环保支付意愿→环境行为”这

条机制链，环境风险感知与环保支付意愿在环境价

值观与环境行为之间共同发挥着中介桥梁作用；二

是 “环境价值观→环保支付意愿→环境行为”机制

链，是环境价值观直接影响环保支付意愿后再间接

影响居民的环境行为。以往研究为本研究的分析提

供了很好的参考，但以往分析对环境风险感知缺乏

分类。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已完成全面脱贫，随着

当地社会越来越走向开放，当地居民对环境的认知

和环境风险的感知也会越来越深刻，有必要对居民

的环境风险感知进行细分，分析当地环境风险感知

与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在上述机制链中的效应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４ａ　居民的环境价值观能通过环境风险

感知、环保支付意愿间接影响其公域性环境行为；

假设４ｂ　居民的环境价值观能通过环境风险

感知、环保支付意愿间接影响其私域性环境行为。

图１　环境关心对环境行为影响的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数据来自于云南省少数民族

地区综合社会调查，该调查于２０１８年７—８月在云

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实施，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

样，调查样本包括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３６个区
（县）中的１６０个街道 （乡镇），最后在１６０个街道
（乡镇）中各抽取一个村 （居）委会，再在每个被

抽中的村 （居）委会中随机抽取２５户家庭中的年

满１８岁的成人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在对调查数

据进行清理时，去掉了州 （市）归属数据缺少的个

案，总共分析的有效问卷为３９５５份，其中少数民

族居民问卷有３０４３份。

（二）变量测量与基本统计分析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环境行为。云南省少数民族

地区综合社会调查询问了被访者有关环境行为的

１１个问题②，所有１１个问题的选项包括没有、偶

尔、经常和总是四个值，分别编码为１、２、３、４。

１１个题项的克伦巴赫 Ａｌｐｈａ信度为０．８３１２，说明

１１个题项之间的相关性较强，总体信度较高。环

境行为量表所有题项的ＫＭＯ值为０．８７６，巴特利

特球形检验的显著度ｐ值小于０．００１。上述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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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环境行为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值都较高，满足环境

行为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条件。以特征值大

于１为标准的主成分分析方法，抽取了两个因子，

其中第１、７、８、９、１０、１１个题项归为一类，这

６项都涉及到公共利益，或在公共空间内实施的行

为，命名为公域性环境行为。第２、３、４、５、６个

题项归为一类，这５项都涉及私人事务的环境行

为，命名为私域性环境行为。两个因子能解释的方

差贡献率分别为４０．４１％和１３．８８％，累积贡献率

为５４．２９％，方差贡献率达到分析要求。公域性环

境行为和私域性环境行为的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值分

别为０．８２０９和０．７６０３，信度较高。

２．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是环境关心。环境关心包

括环境价值观、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全球环境风险

感知以及环保支付意愿四个具体变量。

本研究对环境价值观的测量采用了邓拉普等人

修订后的新生态范式量表［５２］，包括１５个题项③，

每个题项都有５个选项，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的顺序。其中第２、４、

６、８、１２、１４题项是反向陈述，分别编码为５、４、

３、２、１；第１、３、５、７、９、１０、１１、１３、１５题

项是正向陈述，分别编码为１、２、３、４、５。对１５
个题项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正向措辞

与反向措辞的题项分别归属两个不同的因子，邓拉

普、洪大用等人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分别发现此类现

象。［５２］［５］洪大用等人认为，在遇到这类数据现象

时，只保留正向措辞的题项。［５］又由于正向措辞中

的第１、９两个题项与剩余题项的相关性也低于

０．３，故也将这两个题项排除。对剩余的７个项目

进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量表的

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７６６，信度较好。效度检验方面，分

析结果显示新生态范式量表７个题项的ＫＭＯ值为

０．８４０，巴 特 利 特 球 形 检 验 的 卡 方 值 等 于

５３７７．１１４，自由度为２１，显著度ｐ＜０．００１，效度

较好。对７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抽取了１个因

子，因子得分越大，表示居民的环境价值观水平越

高，即其生态主义价值观越强烈。反之，居民的环

境价值观水平越低，表示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越

强烈。

环境风险感知测量的是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

主要环境要素形成的风险主观评估和感知。本研究

测试了居民对空气污染、水污染、转基因作物种植

和核电站等１２种环境风险的感知情况。选项包括

没有危害、危害不大、一般、危害大、危害非常

大，分别编码为１、２、３、４、５。环境风险感知量

表的ＫＭＯ值为０．９４５，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卡方

值为 ３０２９２．９７１，自 由 度 为 １０５，显 著 度 ｐ＜
０．００１，量表效度高。对环境风险感知量表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抽取两个因子。空气污染、水污

染、土壤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工业垃圾污染、森

林植被破坏这６个方面归为一个因子，命名为当地

环境风险感知。荒漠化、野生动植物减少、淡水资

源短缺、气候变暖、转基因作物种植和核电站这６
个题项归为一个因子，命名为全球环境风险感知。

当地环境风险感知的信度为０．８８１１，全球环境风

险感知的信度为０．８３５４，信度都较高。

环保支付意愿量表包括５个题项，分别为 “如

果增加税收能够专门用于改善环境问题，我是同意

增税的”、“我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以购买节能、

环保型商品”、 “如果我确信钱能用于改善环境问

题，我是愿意出钱支持的”、“即使要花费更多的钱

和时间，我也要做有利于环境的事”、“为了保护环

境，我可以降低我的生活水平”。５个题项陈述方

向一致，选项包括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

意和非常同意，分别编码为１、２、３、４、５，值越

大，表示居民同意为环境保护进行经济支付的意愿

越强。量表的总体信度 Ａｌｐｈａ＝０．８５２，效度检验

方面，分析结果显示环保支付意愿量表５个题项的

ＫＭＯ值为０．８５２，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卡方值等

于８５４２．０６８，自由度为１０，显著度ｐ＜０．００１，效

度高。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上述５个题项综合为

１个因子，其值越大，说明居民在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的关系选择上更看重环境保护，更愿意为环境

保护进行经济支付。

３．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民族、居住

地、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数据统计分析。这

些变量在以往的研究中都发现与环境行为有一定的

相关性，将这些变量纳入统计分析，便于得到更稳

定的核心自变量的分析结果。性别是二分变量，本

研究将男性编码为１，将女性编码为０。年龄是连

续变量。婚姻状态是二分变量，包括婚姻续存和婚

姻非续存两种状态，婚姻续存状态包括初婚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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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再婚有配偶两种情况，编码为１；婚姻非续存

状态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三种情况，编码为０。

本研究将民族转换为二分变量，汉族编码为１，少

数民族编码为０。居住地是二分变量，居住地为农

村的编码为０，居住地为城镇的编码为１。根据被

访者受教育水平的年限，将文盲／半文盲编码为０，

小学编码为６，初中编码为９，高中、中专、技校

编码为１２，大专编码为１５，大学本科编码为１６，

硕士及以上编码为１９，该变量为连续变量。

４．变量的基本统计分析

表１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从表１可

以看出，因变量与自变量都是连续变量。为了更直

观地显示变量的数据分布，连续变量都经过１００分

制标准化处理④，因此，后续的多层线性模型中各

个变量的系数值可以直接比较大小。连续变量的最

小值为１，最大值为１００。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 变量类型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因变量

公域性环境行为 连续变量 １７．９７　 １４．８１　 １　 １００　 ３９５５
私域性环境行为 连续变量 ４２．７７　 １８．８５　 １　 １００　 ３９５５

自变量

环境价值观 连续变量 ６５．７１　 １１．７６　 １　 １００　 ３９５５
当地环境风险感知 连续变量 ５７．４４　 １３．５０　 １　 １００　 ３９５５
全球环境风险感知 连续变量 ５６．２３　 ９．３２　 １　 １００　 ３９５５
环保支付意愿 连续变量 ５３．６１　 １５．９５　 １　 １００　 ３９５５

控制变量

性别 （女＝０） 二分变量 ０．５７　 ０．４９　 ０　 １　 ３９５５
年龄 连续变量 ４５．６７　 １３．５９　 １８　 ８７　 ３９５５
婚姻状态 （未婚＝０） 二分变量 ０．８２　 ０．３８　 ０　 １　 ３９５５
民族 （少数民族＝０） 二分变量 ０．２３　 ０．４２　 ０　 １　 ３９５５
居住地 （农村＝０） 二分变量 ０．１５　 ０．３６　 ０　 １　 ３９５５
教育水平 连续变量 ６．６６　 ４．０８　 ０　 １６　 ３９５５

　　表２给出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统计数据显示，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０—

０．３０３之间，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度处于中等

水平，并不会给后续的多层线性模型带来严重的多

重共线性风险⑤。由于公域性环境行为与私域性环

境行为，以及当地环境风险感知与全球环境风险感

知是因子分析后经过正交旋转抽取的两组变量，因

此两组变量内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

表２　主要变量相关分析

变量
系数与

显著度

公域性

环境行为

私域性

环境行为
环境价值观

当地环境

风险感知

全球环境

风险感知

环保支

付意愿

公域性环境行为
相关系数 １．０００
显著度 －

私域性环境行为
相关系数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显著度 １．０００ －

环境价值观
相关系数 ０．０３９　 ０．０９３　 １．０００
显著度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

当地环境风险感知
相关系数 ０．１５９　 ０．２８４　 ０．１２１　 １．０００
显著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全球环境风险感知
相关系数 ０．２４３　 ０．１３８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显著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

环保支付意愿
相关系数 ０．３０３　 ０．２９５　 ０．１２４　 ０．１７１　 ０．２１５　 １．０００
显著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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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由两部分组成。首先，

由于分析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因此采用多层

线性模型分析环境关心四个维度对两种环境行为的

影响。其次，通过中介分析，分析环境关心四个维

度对两种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关心对两

种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差异。本研究利用标准化之

后的数据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可直接比较各个

变量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大小，也能解决内生性问题

和保证多层线性模型估计的稳健性。［５３］

四、分析结果

（一）环境关心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分析

１．环境关心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直接驱动效应

本研究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环境关心四个

维度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分析结果见表３。
表３　环境关心对公域性环境行为驱动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性别（女＝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９＊＊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年龄／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婚姻状态（未婚＝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民族身份（少数民族＝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居住地（农村＝０）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３＊＊＊ ０．１７６＊＊＊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５＊＊＊ ０．１５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教育水平
０．２３２＊＊＊ ０．２３１＊＊＊ ０．２２１＊＊＊ ０．１９１＊＊＊ ０．１８６＊＊＊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环境价值观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当地环境风险感知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全球环境风险感知
０．１６８＊＊＊ ０．１５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环保支付意愿
０．１９１＊＊＊ ０．１６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截距
－０．５３４＊＊＊ －０．５３１＊＊＊ －０．５１６＊＊＊ －０．５００＊＊＊ －０．４１７＊＊＊ －０．３９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１）

地区效应
０．４６１＊＊＊ ０．４６１＊＊＊ ０．４５２＊＊＊ ０．４４４＊＊＊ ０．４１５＊＊＊ ０．３９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个体效应
０．８９０＊＊＊ ０．８９０＊＊＊ ０．８８８＊＊＊ ０．８７５＊＊＊ ０．８７２＊＊＊ ０．８６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ＩＣＣ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２　 ０．２０５　 ０．２０５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６

ＡＩＣ　 １０３７０．０４　 １０３７１．２４　 １０３５７．５９　 １０２４４．２１　 ２０２１４．７６　 １０１０９．６０

ＢＩＣ　 １０４２６．５８　 １０４３４．０７　 １０４２０．４２　 １０３０７．０４　 １０２７７．５９　 １０１９１．２８
对数似然值检验χ２ － ０．８０　 １４．４５　 １２７．８２　 １５７．２７　 ２６８．４３
对数似然值检验ｐ － ０．３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括弧内数据为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本表的数据分析采用了自主抽样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设置抽取次数为２０００次，置信度为９５％。对数似然比检验是以模型１为基准，其余模型分别与模型１的对

数似然值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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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１是基准模型，只放入了控制变量。统计

显示，男性的公域性环境行为水平高于女性。城市

居民比农村居民的公域性环境行为水平更高。受教

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其公域性环境行为水平越高。

其余控制变量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模型２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自变量增加了环

境价值观。模型２与模型１的对数似然值进行检

验，两个模型的拟合度并无差异 （χ２＝０．８０，ｐ＝

０．３７３）。模型２与模型１的 ＡＩＣ、ＢＩＣ值相差较

小，也说明两个模型拟合度并无显著差异。统计结

果显示，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环境行为没有显著影

响 （β＝０．０１３，ｐ＞０．１），即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居

民的环境价值观水平的变化并不会带来其公域性环

境行为水平的变化。

模型３与模型４是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分别将

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纳入到模型

分析中。模型３、模型４分别与模型１的对数似然

值进行检验，模型３、模型４两个模型的拟合度与

模型１的拟合度差异显著 （χ２＝１４．４５，ｐ＜０．００１；

χ２＝１２７．８２，ｐ＜０．００１）。模型３、模型４与模型１
的ＡＩＣ、ＢＩＣ值相差较大，说明模型３、模型４都

优于模型１。模型３的分析结果表明，当地环境风

险感知对公域性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

（β＝０．０５７，ｐ＜０．００１），表明随着居民对当地环境

风险感知的增强，其公域性环境行为水平也会随之

提高。模型４中，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对公域性环境

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 （β＝０．１６８，ｐ＜
０．００１），说明随着居民对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的增

强，其公域性环境行为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模型５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将环保支付意愿纳

入模型进行分析，模型５与模型１的对数似然值检

验值 （χ２＝１５７．２７，ｐ＜０．００１）以及模型５与模型

１的ＡＩＣ、ＢＩＣ值相比较，都说明模型５的拟合度

优于模型１。分析结果说明，居民的环保支付意愿

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影响显著 （β＝０．１９１，ｐ＜
０．００１），说明环保支付意愿的值越大的居民，其公

域性环境行为的水平越高。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对

待环境保护和经济收入的态度，与其公域性环境行

为有显著的正向关联性。

模型６将环境价值观、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全

球环境风险感知和环保支付意愿四个变量都同时放

入模型进行分析。与前５个模型相比，模型６的

ＡＩＣ、ＢＩＣ值都最小，且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检验也

获得通过 （χ２＝２６８．４３，ｐ＜０．００１）。综合来看，

与前５个模型相比，模型６的拟合度最优。模型６
各个自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

环境行为的影响依旧不显著 （β＝－０．０２３，ｐ＞
０．１），假设１ａ未通过验证。当地环境风险感知的

系数从模型３的０．０５７降为０．０５６ （ｐ＜０．００１），

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的系数从模型４的０．１６８降为

０．１５３ （ｐ＜０．００１）。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的系数大于

当地环境风险感知的系数，说明相对于居民能直接

接触到的当地环境风险来说，居民对全球环境风险

的理解、感知，能更有效地提升其公域性环境行

为，证实了假设２ａ。环保支付意愿对公域性环境

行为的系数也由模型５的０．１９１降为０．１６５ （ｐ＜
０．００１），环保支付意愿依然能正向驱动居民的公域

性环境行为，假设３ａ得到证实。

　　虽然模型２中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

总效应不显著，模型６中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环境

行为的直接效应也不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价

值观对公域性环境行为无任何影响，环境价值观可

能通过其他变量对公域性环境行为形成间接影

响。［５４］因此，依据分析框架，需进一步以环境价值

观为自变量，其他三个变量为中介变量，通过中介

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环境关心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

影响机制，也才能分解出三个中介变量各自的中介

效应。

２．环境关心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间接效应与

驱动机制

表４是以环境价值观为自变量，分析其对公域

性环境行为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数据

显示，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总效应值为

０．０１３，标准误为０．０１５，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环

境行为没有显著的总效应 （ｐ＝０．３９０＞０．１），这与

表３中模型２的分析结论一致。数据还显示，环境

价值观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也不显著 （β
＝－０．０２３，ｐ＝０．１）。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全球环

境风险感知和环保支付意愿作为中介变量，其总体

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３６，显著度ｐ＜
０．００１。统计数据结果证实了前期理论假设和分析

框架，证明三个中介变量在环境价值观与公域性环

境行为之间发挥了传导作用，假设４ａ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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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分解

效应值 标准误 Ｚ　 ｐ
置信度９５％的上下限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８６０　 ０．３９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１
直接效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１．６０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
中介效应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５　 ７．４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０

　　表５对三个中介变量的总体中介效应进行了分

解。统计数据显示，三个中介变量在环境价值观与

公域性环境行为之间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中介作

用。其中当地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０４
（ｐ＝０．００１），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值为

０．０１６ （ｐ＜０．００１），环保支付意愿的中介效应值为

０．０１１ （ｐ＜０．００１）。另外，同时经过当地环境风险

感知和环保支付意愿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值为

０．００２ （ｐ＜０．００１），同时经过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和

环保支付意愿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０３ （ｐ
＜０．００１）。比较五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值大小，“环

境价值观→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公域性环境行为”

这一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比为４４．４４％，其次是

“环境价值观→环保支付意愿→公域性环境行为”

的中介效应占比为３０．５６％。这两条路径的中介效

应占比之和约为７５％。当地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

效应占比为１１．１１％，远低于前两个中介变量的效

应值占比。需要强调的是，相对于当地环境风险感

知的中介效应占比，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

占比是前者的两倍多，说明环境价值观通过全球环

境风险感知驱动居民的公域性环境行为的能力更

强。结合表３模型６的分析结果，全球环境风险感

知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直接效应也大于当地环境风

险感知的直接效应，说明通过强化居民对全球环境

风险的感知，能更有效地促进居民的公域性环境行

为水平的提升。
表５　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分解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Ｚ　 ｐ 中介效应占比

ＮＥＰ→ＬＥＲＦ→ＰＵＢＥＢ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３．２３０　 ０．００１　 １１．１１％
ＮＥＰ→ＧＥＲＦ→ＰＵＢＥＢ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６．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４４．４４％
ＮＥＰ→ＥＷＴＰ→ＰＵＢＥＢ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４．２１０　 ０．０００　 ３０．５６％
ＮＥＰ→ＬＥＲＦ→ＥＷＴＰ→ＰＵＢＥＢ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４．４４０　 ０．０００　 ５．５６％
ＮＥＰ→ＧＥＲＦ→ＥＷＴＰ→ＰＵＢＥＢ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５．２６０　 ０．０００　 ８．３３％

　　注：ＮＥＰ———环境价值观，ＬＥＲＦ———当地环境风险感知，ＧＥＲＦ———全球环境风险感知，ＥＷＴＰ———环保支付意愿，
ＰＵＢＥＢ———公域性环境行为。

　　 （二）环境关心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
分析

１．环境关心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直接驱动效应

本研究分析环境关心的四个维度对私域性环境
行为的影响，仍然采用了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见表６。

表６　环境关心对私域性环境行为驱动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性别（女＝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１４＊＊＊ －０．１３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年龄／１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婚姻状态（未婚＝０）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民族身份（少数民族＝０）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居住地（农村＝０）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６＊＊＊ ０．１９９＊＊＊ ０．１５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教育水平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９＊＊＊ ０．１４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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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价值观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当地环境风险感知
０．２２６＊＊＊ ０．２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全球环境风险感知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环保支付意愿
０．２４６＊＊＊ ０．２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截距
－０．２７０＊＊ －０．２５８＊＊ －０．２０１＊ －０．２５７＊＊ －０．１２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６）

地区效应
０．２８２＊＊＊ ０．２７９＊＊＊ ０．２４３＊＊＊ ０．２７２＊＊＊ ０．２２３＊＊＊ ０．１８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个体效应
０．９４５＊＊＊ ０．９４４＊＊＊ ０．９２１＊＊＊ ０．９４３＊＊＊ ０．９１８＊＊＊ ０．８９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ＩＣＣ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０

ＡＩＣ　 １０８３４．７６　 １０８２２．８２　 １０６２８．７６　 １０８１７．９４　 １０６０１．７５　 １０４１７．６０

ＢＩＣ　 １０８９１．３０　 １０８８５．６５　 １０６９１．５９　 １０８８０．７７　 １０６６４．５８　 １０４９９．２７
对数似然值检验χ２ － １３．９４　 ２０８．００　 １８．８２　 ２３５．０１　 ４２５．１６
模型似然值检验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括弧内数据为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本表的数据分析采用了自主抽样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设置抽取次数为２０００次，置信度为９５％。对数似然比检验是以模型１为基准，其余模型分别与模型１的对

数似然值进行比较。

　　模型１是基准模型，只放入了控制变量。分析

结果表明，所有控制变量对居民的私域性环境行为

都有显著影响。女性的私域性环境行为水平高于男

性。年龄越大的居民，其私域性环境行为水平越

低。已婚居民的私域性环境行为水平高于未婚居

民。少数民族居民的私域性环境行为水平低于汉族

居民。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私域性环境行为水平

更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其私域性环境行为

水平越高。

模型２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价值

观作为自变量。模型２与模型１的对数似然值进行

检验，两个模型的拟合度有显著差异 （χ２＝１３．９４，

ｐ＜０．００１）。模型２与模型１的 ＡＩＣ、ＢＩＣ值相差

较大，也说明模型２的拟合度更好。统计结果显

示，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影响显著 （β
＝０．０５７，ｐ＜０．００１），即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居

民来说，越认同生态主义价值观，其实施私域性环

境行为的可能性就会更高。反之，如果当地居民不

认同生态主义价值观，转而认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

观，其私域性环境行为的水平也会更低。

模型３与模型４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分别将当

地环境风险感知、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纳入到两个模

型进行分析。模型３、模型４两个模型的拟合度与

模型１ 的拟合度差异显著 （χ２ ＝２０８．００，ｐ＜

０．０００；χ２＝１８．８２，ｐ＜０．０００）。模型３、模型４
与模型１的ＡＩＣ、ＢＩＣ值相差较大，也说明模型３、

模型４都优于模型１。模型３的分析结果表明，当

地环境风险感知对私域性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驱

动效应 （β＝０．２２６，ｐ＜０．００１），这表明居民对当

地环境风险的感知越强，其私域性环境行为水平也

会越高。模型４中，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对私域性环

境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 （β＝０．０６９，ｐ＜
０．００１），说明随着居民对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的增

强，其私域性环境行为水平也有一定的提升。

模型５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将环保支付意愿纳

入模型进行分析，模型５与模型１的对数似然值检

验值 （χ２＝２３５．０１，ｐ＜０．０００），以及模型５与模

型１的ＡＩＣ、ＢＩＣ值相比较，都说明模型５的拟合

度优于模型１。模型５的分析结果说明，居民的环

保支付意愿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影响显著 （β＝

０．２４６，ｐ＜０．００１），说明环保支付意愿的值越大，

即越愿意为环境保护进行经济支付的居民，其私域

性环境行为的水平越高。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对待

环境保护和经济收入的态度，会对日常生活的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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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环境行为形成正向的推动力，能将居民对环境保

护的意愿转换为私域性的环境保护行为。

模型６将环境价值观、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全

球环境风险感知和环保支付意愿四个变量都同时放

入模型进行分析。与前５个模型相比，模型６的

ＡＩＣ、ＢＩＣ值都最小，且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检验也

获得通过 （χ２＝４２５．１６，ｐ＜０．００１）。综合来看，

与前５个模型相比，模型６的拟合度最优。模型６
各个自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

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β＝０．０１２，ｐ＞０．１）。相

对于模型２中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总效

应，模型６中环境价值观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可

以认为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总效

应，但没有显著的直接驱动效应。因此，假设１ｂ
未完全得到证实。当地环境风险感知的系数为

０．２０８ （ｐ＜０．００１），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的系数为

０．０５６ （ｐ＜０．００１），两种环境风险感知对居民的私

域性环境行为都有正向驱动效应。当地环境风险感

知的系数大于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的系数，说明居民

通过直接接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当地环境风

险，能有效地提升其私域性环境行为水平，假设

２ｂ得到验证。环保支付意愿对私域性环境行为有

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 （β＝０．２１４，ｐ＜０．００１），说

明居民的环境支付意愿越高，其私域性环境行为水

平也会越高，假设３ｂ得到证实。与对公域性环境

行为的分析一样，表６只分析了环境关心对私域性

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初步比较了环境关心四个维

度对私域性环境行为影响的大小，但尚未对环境关

心影响私域性环境行为的机制进行分析。需进一步

以环境价值观为自变量，其他三个变量为中介变

量，分析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间接影

响。

２．环境关心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间接效应与

驱动机制

表７是以环境价值观为自变量，分析其对私域

性环境行为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统计

结果显示，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总效应

值为０．０５７，标准误差为０．０１５，环境价值观对私

域性环境行为影响的总效应通过显著性检验 （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这与表６模型２的分析结果一致。

统计数据还显示，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

直接效应值为０．０１２，但并不显著 （ｐ＝０．４２２＞
０．１），这一点与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直

接效应的不显著有类似之处。当地环境风险感知、

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和环保支付意愿作为中介变量，

其总体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４５，显著

度ｐ＜０．００１。分析结果与前期理论假设基本吻合，

证明了三个中介变量在环境价值观与私域性环境行

为之间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假设４ｂ得到验证。

表７只是给出了三个中介变量总的中介效应，并没

有给出三个中介变量各自的中介效应值，需要进一

步对总的中介效应进行分解，了解三个中介变量各

自的中介效应值，才能更深入了解环境价值观对私

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路径。
表７　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分解

效应值 标准误 Ｚ　 ｐ
置信度９５％的上下限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５　 ３．７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７
直接效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８００　 ０．４２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１
中介效应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６　 ８．３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９

　　表８对三个中介变量的总体中介效应进行了分

解。分析结果显示，三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值有

差异，但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当地环境风

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１９ （ｐ＜０．００１），全球

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０５ （ｐ＜０．００１），

环保支付意愿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１５ （ｐ＜０．００１）。

另外，同时经过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和环保支付意愿

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０２ （ｐ＜０．００１），同

时经过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和环保支付意愿两个变量

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０４ （ｐ＜０．００１）。对五条路径

的中介效应值进行比较，“环境价值观→当地环境

风险感知→私域性环境行为”这一条路径的中介效

应占比为４２．２２％，其次是 “环境价值观→环保支

付意愿→私域性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占比为

３３．３３％。这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比之和已经超

过７５％。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占比为

１１．１１％，低于前两个中介变量的效应值占比。同

样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相对于全球环境风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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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中介效应占比来说，当地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

效应占比是前者的３倍多，说明当地环境风险感知

在环境价值观与私域性环境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更

强；二是，前面表６模型６的分析结果也表明，相

对于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对私域

性环境行为的直接驱动效应也更大。综合来看，通

过强化居民对当地环境风险的认知，能更有效地促

进居民的私域性环境行为水平。

表８　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分解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Ｚ　 ｐ 中介效应占比

ＮＥＰ→ＬＥＲＦ→ＰＲＩＥＢ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５．６４０　 ０．０００　 ４２．２２％

ＮＥＰ→ＧＥＲＦ→ＰＲＩＥＢ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３．２５０　 ０．００１　 １１．１１％

ＮＥＰ→ＥＷＴＰ→ＰＲＩＥＢ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　 ４．３３０　 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ＮＥＰ→ＬＥＲＦ→ＥＷＴＰ→ＰＲＩＥＢ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４．５８０　 ０．０００　 ４．４４％

ＮＥＰ→ＧＥＲＦ→ＥＷＴＰ→ＰＲＩＥＢ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５．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８．８９％

　　注：ＮＥＰ———环境价值观，ＬＥＲＦ———当地环境风险感知，ＧＥＲＦ———全球环境风险感知，ＥＷＴＰ———环保支付意愿，
ＰＲＩＥＢ———私域性环境行为。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借鉴洪大用等人建构的环境关心新模

型，通过多层线性模型与中介分析等方法，分析了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环境关心对公域性环境行

为与私域性环境行为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得出

如下三方面的主要结论。

第一，环境价值观对公域性环境行为和私域性

环境行为的直接效应都不显著。这与以往相关研究

的结论并不一致。［１３］［１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价

值观主要是通过环境关心的其他三个维度对两类环

境行为形成间接驱动。这是以往国内研究未发现的

现象。这一研究结果说明两点，一是环境价值观确

实能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环境行为形成驱

动，但由于环境价值观属于深层次的环境关心维

度，其对环境行为的驱动并不能直接呈现，而是需

要通过环境风险感知、环保支付意愿等浅层次的环

境关心维度来连接二者的关系。环境价值观在形式

上对环境行为形成了远程驱动，这在国外相关研究

的结论中得到验证。［１７］二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居民的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力，都

大于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力，这体现在总效应

和中介效应两方面。相对于公域性环境行为来说，

私域性环境行为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加密

切，居民的环境价值观更能激发其对日常生活环境

的责任感。［１８］而且私域性环境行为与外界其他因素

关联度较弱，居民的环境价值观对私域性环境行为

的驱动效应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较少，居民更易依据

自身环境价值观驱动自身的私域性环境行为。

第二，本研究根据居民对不同空间范围内的环

境风险的感知差异，将环境风险感知分为当地环境

风险感知和全球环境风险感知。虽然研究表明两类

环境风险感知对两类环境行为都分别有显著的正向

驱动效应，但不同的环境风险感知对不同的环境行

为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全球环境风险

感知对公域性环境行为的总效应大于当地环境风险

感知的总效应，而当地环境风险感知对私域性环境

行为的总效应大于全球环境风险感知的总效应。这

说明不同的环境风险感知对居民的影响存在差异。

本研究认为，当地环境风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当地环境风险的可触及性使得人们在日常生

活感受到相关风险时，会更加注重保护环境或者采

取措施防范环境风险，避免环境风险对自身的伤

害。譬如，当感知到生活垃圾给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时，居民对生活垃圾加以处理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当意识到蔬菜、水果上的农药残留会对身体产生危

害时，城市居民会尽量购买没有施加农药的水果和

蔬菜。也就是说，环境危害论能更好地解释当地环

境风险感知对居民私域性环境行为的驱动效应。相

对于当地环境风险来说，全球环境风险与云南省少

数民族地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关联度就小一些，居民

对全球环境风险的关注、感知与在公共空间实施的

环保行为都出于对环境的责任感。环境责任感驱使

居民在感受到全球环境风险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对

公共空间环境的保护。而全球性环境风险与居民日

常生活的关联性较低，其对居民私域性环境行为的

影响不及当地环境风险感知的作用力，即环境责任

论能更好地解释居民的公域性环境行为。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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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环境责任论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的解释力存

在差异。这是以往研究并未发现的新结论。本研究

的这一结论进一步厘清了不同环境风险感知与不同

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三，环保支付意愿对公域性环境行为和私域

性环境行为都是正向关系，与以往大多数研究的结

论一致［５５］［５６］，而与拉罗切 （Ｌａｒｏｃｈｅ）、韦森特
（Ｖｉｃｅｎｔｅ）等人的研究结论相反。［３５］［３４］对此，本研

究给予两种解释。一是基于 “意愿—行为模式”的

解释。居民的环保支付意愿属于内在意向和信念，

心理学研究认为人们的意向和信念对其偏好和行为

都有决定性作用。［５７］虽然在诸如垃圾分类等具体环

境行为中，居民可能存在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背

离［５８］，但类型化的环境行为汇集了多种具体环境

行为的共同特征，也体现了多种具体环境行为的主

要趋势，一些情境性因素对环保支付意愿与类型化

的环境行为的关系干扰有限。因此，云南省少数民

族地区居民的环保支付意愿总体上是正向驱动两类

环境行为。二是从行为的成本角度进行解释。以往

有研究指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居民愿意选择

以节约时间和精力的方式进行环境保护，相对于实

际的环境保护行为来说，通过经济支付或市场购买

形式的环境保护更节约时间和精力。因此，一些居

民愿意为环境保护付出经济成本，而不愿意亲自实

施环境保护行为，这也是环保支付意愿与环境行为

表现为负向关系的原因。［３６］按此逻辑，与城市居民

相比，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居民的生活节奏

并不快，他们用于环境保护行为的时间相对较多，

而且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属于经济发达地区，

他们用于支付环境保护的经济投入有限。因此，环

保支付意愿较为强烈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居民，

也会在行为上表现得更加积极。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利用环境关心新模型，

建构了环境关心内部各维度之间的层次关系，分析

了环境关心各维度对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

响，比较了环境关心对两类环境行为在不同路径上

的影响效应差异。本研究的结论对相关政策的制定

有启发意义，环境价值观主要是通过环境关心的其

他维度对居民的环境行为发挥驱动作用。因此，在

强化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树立正确环境价值观的同

时，相关政策也需要注重提升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感

知能力和提升他们对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这样才

能打通居民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为之间的驱动路

径。另外，本研究的结论也说明，通过强化居民的

风险意识，能更有效提升他们的私域性环境行为水

平，而提高居民的责任意识，则能有效提升居民的

公域性环境行为水平。

［注　释］

①　在前文对环境关心维度的讨论中，借鉴洪大用等人对

环境关心维度的划分，将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优

先选择”作为环境关心其中的一个维度。但本研究所

用调查数据并未直接测量居民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间的选择意愿。从表面效度最为接近的角度出发，本

研究选择居民的 “环保支付意愿”变量作为 “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的优先选择”变量的替代变量。

②　１１个问题如下：（１）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境保护

问题； （２）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

（３）购买能耗更低环境污染更小的家电和生活用品；

（４）为保护环境而减少用电和用水； （５）对塑料包装

袋重复利用；（６）主动购买没有施用过化肥和农药的

水果和蔬菜；（７）为环境团队或项目捐款； （８）主动

关注有关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的新闻和报道； （９）积

极参与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１０）积

极参与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１１）自费养护

树林或绿地。

③　１５个题项分别是：（１）地球人口太多了，都快容纳不

下了；（２）人是最重要的，可以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

改变自然环境； （３）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常常导致灾

难性后果；（４）依靠人类的智慧，地球环境状况的改

善是完全可能的；（５）目前人类正在滥用和破坏环境；

（６）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很充足的，永远也开采不完；

（７）动植物与人类一样也有生存的权利； （８）即使自

然环境被人破坏，自然环境也能够自我恢复； （９）尽

管人类有着特殊能力，但是仍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１０）人类正在面临很大的环境危机； （１１）地球的空

间和资源是有限的；（１２）人类生来就是主人，是要统

治自然界；（１３）自然界的平衡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

打乱；（１４）人类终将知道更多的自然规律，从而有能

力控制自然；（１５）如果人类不做出改变，我们很快将

遭受严重的环境灾难。

④　１００分制标准化分数的换算公式为：转换后的１００分制

值＝ （原始数据的标准分＋１／Ａ－原始数据标准分的最

小值）＊Ａ，其中Ａ＝９９／ （原始数据标准分的最大值

－原始数据标准分的最小值）。参见：边燕杰，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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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Ｊ］．清华社会学评论，

２０００，（２）．

⑤　对多重共线性风险的评估有多种方法，最常见的是在

回归分析后计算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如果 ＶＩＦ大于

１０时，多重共线性风险就很高。此方法需要在完成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之后进行。在未进行回归分析之前，

也有方法对多重共线性风险进行评估，最常见的是根

据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大小对多重共线性风险进

行评估。相关的讨论详见：Ｄｏｒｍａｎｎ　Ｃ　Ｆ，Ｅｌｉｔｈ　Ｊ，

Ｂａｃｈｅｒ　Ｓ，ｅｔ　ａｌ．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ｉｔ　ａｎｄ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Ｅｃ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３，３６ （１）：２７－４６．

这篇文献给出的标准是相关系数达到０．７以上时，就

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以及：Ｍｅｌａ　Ｃ　Ｆ，

Ｋｏｐａｌｌｅ　Ｐ　Ｋ．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３４ （６）：

６６７－６７７．这篇文献给出的标准是相关系数达到０．７５

以上时，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本研究统

一选用０．７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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